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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

于建嵘

[摘 要] 本文从群体性事件标准和类型划分入手，将中国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划分为维

权行为、社会泄愤事件、社会骚乱、社会纠纷和有组织犯罪五类，并着重研究了维权事件、

泄愤事件和骚乱事件的基本特征，认为不同类型群体性事件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并

分析了其转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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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于建嵘，男，（1962 —），湖南衡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

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三农问题。

〔１〕 2009 年 3月 14 — 15 日，由中国政法大学和京鼎律师事务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社会敌意事件与调控·犯罪学

高层论坛”在北京中国社会主义大学文华大厦举行。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政法大学皮艺军教授提出了“社会敌意事件”

这一概念，并认为瓮安事件、德江舞龙、学生聚会、杨佳这些事件都是“社会敌意事件”。

〔２〕《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公安部 2000 年 4 月 5 日发布。

群体性事件是观察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然而，由于其政治上的敏感性，中国的社会

科学家多将其视为研究的雷区而不敢涉及，少有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现象的认识阶段，大都将

其概念化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和表现，有的甚至将起因、诉求、指向、表现各不相同的事件做简单

化的政治解读界定为“社会敌意事件”。〔１〕这种研究的不足表明了我们的学术研究缺乏起码的理

性精神和基本的技术路线。本文试图通过对当前主要的群体性事件进行类型学的分析，以求对群

体性事件有更细致的考量和更正确的判断，克服简单化和教条化的定性分割。

一、群体性事件及其类型学研究

在很大程度上，“群体性事件”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学术概念，它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最

初出现在官方的一些文件之中，但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而且还常常与“突发群体性事件”

或“群体性突发事件”、“群体性治安事件”等混用。2000年４月５日公安部颁发的《公安机关处

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把“群体性治安事件”定义为“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

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２〕这应是官方

公开文件中较为正式的表达。从公安部的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群体性治安事件主要特征是“群体

性”（聚众共同实施）、“违法性”（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社会危害性”（扰乱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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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邱泽奇：《群体性事件与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大学学报》2004 年第 5 期，第 54 — 96 页。

〔７〕 王战军：《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及其多维分析》，《政法学刊》2006 第 5 期，第 9 —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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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根据这些特征，有学者认为，“群体

性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

权利和损害公私财产安全的社会事件”。〔３〕然而，有学者认为这些定义“在中国的语境里，一味

强调群体性事件的危害性、违法性特征，甚至认为这种事件同一般的‘群体利益的表达行为’有

本质的区别，在经验上和学理上是经不起推敲的”。〔４〕因此，希望赋予这一概念更大的包容性。

中共中央办公厅2004年制定的《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称群体性

事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

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５〕这一

定义，淡化了所谓的“社会危害性”，却强调了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

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以及事件的“非法性”（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

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为了克服这种不足，一

些社会学家给出了更为中性的界定。其中邱泽奇所作的定义最有代表性。他认为，群体性事件是

“为达成某种目的而聚集有一定数量的人群所构成的社会性事件，包括了针对政府或政府代理机构

的、有明确诉求的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请愿、上访、占领交通路线或公共场所等”。〔６〕

但这种定义所言的“为达成某种目的”之说，又与当前一些没有明确目的事件的现实不符。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说，群体性事件是指有一定人数参加的、通过没有法定依据的行为对社

会秩序产生一定影响的事件。这一定义，大体上有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其一，事件参与人数必须

达到一定的规模。根据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和法规，5人以上应是一个最底标准。比如，信访条例

第18条就规定“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５

人”，而在实现中，超过了5人就被视为是非正常上访，是信访事件。特定群体或不特定的多数人

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其二，这些事件所进行的行为在程序上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有的甚

至是法律和法规明文禁止的。其三，这些聚集起来的人群，并不一定有共同的目的，但有基本的

行为取向。其四，这些事件对社会生产秩序、社会生活秩序、社会管治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如果按照这个定义，就可以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新的类型学研究。当前学界对群体性事件的分

类研究多集中在对高校、农村、库区移民、职工、大型体育场、民族宗教等的群体性事件上，但

是很少有研究对群体性事件作专门明确的分类。在已有的少数分类研究中，分类的标准也多是从

“人民内部矛盾”与“违法犯罪”的单一传统维度来进行的。作综合分类的代表性的研究现仅见于

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王战军从“矛盾属性”、“发生根源”、“参与主体”、“表现形式”、“处置方

略”等五个维度分别对群体性事件作了划分。〔７〕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王来华、陈月生提

出了从“参与主体”、“事件本身是否带政治性质”、“事件的规模大小”三个维度对群体性事件作

了分别划分。〔８〕可见，已有的研究在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划分和特征概括上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但都并没有把这些维度的标准综合起来作整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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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据目的、特征和行动指向，近十年以来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可以划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维权行为、社会泄愤事件、社会骚乱、社会纠纷和有组织犯罪。关于社会纠纷和有组织犯罪，由

于其特征比较明显，也不是转型社会特有的现象，本文将不作专门讨论，重点讨论维权事件、泄

愤事件和骚乱事件这三类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征。

二、维权行为、社会泄愤和骚乱性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征

（一）维权行为及其基本特征

维权事件，这是目前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从现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此类事件约

占目前全国群体性突发事件的80%以上。〔９〕其中又可以具体分为农民的“以法抗争”〔10〕、工人

的“以理维权”〔11〕和市民的“理性维权”。总地来说，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维权事件主要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经济性大于政治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

农民维权中，土地问题约占65% 以上，村民自治、税费等方面都占一定的比例。目前农村土地纠

纷最集中的地区是沿海较发达地区。其中以浙江、山东、江苏、河北、广东最为突出。这些地区

争议的主要是非法或强制性征地，农民控告的对象主要是市、县政府。在中部地区的安徽、河南、

黑龙江等地区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主要是对农民土地承包权的侵犯，控告的对象主要是乡镇及村级

组织。工人维权的主要问题是主要是国有企业改制、拖欠工资、社会保险、破产安置、劳动时间、

殴打工人等方面。市民维权房屋拆迁是主要问题。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及市民，都把具体的利

益诉求作为行动的目标，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其二，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但随着从个案维权向共同议题转变，权利意识有所加强。哈

佛大学裴宜理教授指出，中国无论从古代还是现代都有层出不穷的民众抗议活动，但是这些抗议

有一个传统，就是都在遵守规则。抗议者非常关注国家放出来的信号。他们尽力按照国家的规则

来进行，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他们都很注意。在英美传统里，权利是指自然权利，是由

上帝赋予的而不是国家赋予的。在中国盛行的以“权利”语言构建起来的道义经济式的抗议，往

往要求撤换不受欢迎的低级官员（偶尔成功）。但这些抗议者极少质疑中国共产党或者它的意识形

态的统治权威。就这个方面而言，当代的抗议者与封建时代的造反者有不少相似之处。在中国，权

利往往被理解为是由国家认可的、旨在增进国家统一和繁荣的手段，而非由自然赋予的旨在对抗

国家干预的保护机制。在此情景下，民众对行使自身权利的诉求很可能是对国家权力的强化而不

是挑战。〔12〕

其三是反应性大于进取性，具有明显的被动性。目前中国的维权行动，大都是处于社会弱势

地位的工人、农民或市民的合法利益受损而引发的，它是一种反应性的抗争行动。而且，维权者

一般都会以现行的法律和法规作为其行为框架和底线，都企求政府公平公正调处，行为相对克制。

但是，某些事件由于争议的经济利益巨大，侵权方不仅不会轻易让步，反而常常动用黑恶势力对

付维权者；而地方政府和官员则往往站在强势的侵权者一方，以“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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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范伟国：《重庆万州临时工冒充公务员打人引发群体事件》，《北京青年报》2004 年 10 月 20 日。

〔14〕 王吉陆：《安徽池州群体性事件调查：普通车祸变打砸抢烧》，《南方都市报》2005 年 7 月 1 日。

〔15〕 比如：3 月 23 日海南东方市因一学生纠纷，数百人到感城镇政府和边防派出所进行打、砸、烧，导致 4 间官兵

宿舍及部分档案资料被烧，1辆警车、1辆涉案扣押的小汽车及 10 部摩托车被砸烂烧毁。3 月 28 日晚，西宁市城西公

安分局虎台派出所民警在处理一起报警事件中，遭到一伙人的殴打围攻，派出所遭到打砸。3 月 30 日，乌鲁木齐3名

便衣民警在押送犯人途中，遇代某违反交通法规横穿马路，鸣笛示意，代某却不避让。民警紧急采取制动措施，交涉

过程中双方发生口角，代某煽动周围“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民警，围观群众达 200 余人，等等。

〔16〕 任硌、陈凯：《四川大竹事件反思:地方忙于换届错过处置良机》，载《 望新闻周刊》2007 年 3 月 1 日。

为由，动用警力对维权者进行打击而引发恶性暴力事件，发生十分恶劣的社会后果。

（二）社会泄愤事件及其特征

“社会泄愤事件”是目前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其在参加者、发生机制及行

动逻辑等方面都不同于维权事件和有组织犯罪。它的主要特征有：

第一，这些事件主要是因偶然事件引起，一般都没有个人上访、行政诉讼等过程，突发性极

强，从意外事件升级到一定规模的冲突过程非常短。即使有些事件出现过事主不满，找有关部门

反应或要求解决问题而未果的情况，但真正骚乱事件发生时，仍然有很强的突发性。比如2004年

的重庆万州事件。〔13〕

第二，没有明确的组织者，找不到磋商对像，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

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这种所谓的“无

直接利益冲突”或“泄愤性冲突”是社会泄愤事件区别维权事件和其他事件的最为主要特点。前

面所说的万州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安徽池州案件也是如此。〔14〕值得注意的是，近期

群体暴力袭警案频发。〔15〕分析这些事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特征：其一，

群体暴力。这个群体成分十分复杂，有些与案件本身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有些则没有任何直接利

害关系，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其二，群体泄愤。如果说报复杀人是“泄私愤”的话，那么，近

期发生的暴力袭警案则是“泄公愤”，当然，这里的“公愤”仅仅指这个群体的某些不满之“愤”，

并不是常用的具有好恶价值判断的社会之“愤”。其三，目标明确。这些事件都是在明知攻击的对

象是警察或警务机关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故意采取的以侵犯警察人身安全或警务机关工作秩序或

财产安全的行为。由此表明，在当前的社会形势及社会心理下，警察执法的权威性受到了最严重

的挑战。

第三，在事件发生和发展过程当中，信息的传播有新的特点。各种失实信息的通过短信和网

络传播，对事件发生和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手机在中国社会的普遍使用，而短信作为

新媒体所具有互动性、广泛性、针对性、表现形式多样性和直达性，都对群体性事件产生影响。网

络特别是具有博客性质的发布方式，也非常有利于各种事件“真假”信息的传播。

第四，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不仅给国家、集体和个人造成财产方面的损失，

而且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一般来说，民众进行维权活动都较为克制，但社会泄愤事件却大都

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事件就其目的而言，具有

维权性质，但随着事件的发展，后面发生了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也就从维权变成

泄愤性骚乱了。比如2007年发生的四川大竹事件就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6〕2006年12月30日凌

晨 4时许，该县竹阳镇莱仕德酒店一名女员工不明原因死亡。在公安机关调查侦破期间，死者亲

属与酒店方发生争执，矛盾激化。2007年1月15日下午，死者亲属及数百名群众到莱仕德酒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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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聚集，要求尽快查明死因。这个阶段基本上是维权。可到了2007年1月17日下午4时左右，近

万名围观者中的少数人员冲入酒店打、砸、烧，这就改变了事件的性质，从维权变成了泄愤。

应该说，上面关于社会泄愤事件特点的分析，也就是判断此类事件性质的基本标准。其中最

需要关注的就是事件的参与者，他们与诱发事件并“无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一种“泄愤性冲突”。

（三）社会骚乱及其基本特征

社会骚乱在形式上和上面提到的社会泄愤事件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其性质上已经出现了变

化。比如2008年9月底，在湘西因非法集资发生的事件，就具有骚乱性质。它不仅把政府的招牌

砸了，还把与案件根本无关的商店抢了。〔17〕这与我们研究过的瓮安、瑞安、池州、万州有很大

的不同。在这些事件中，砸和抢的都是与这些事件相关的商店。在湘西事件中，被砸被抢的商店

与事件本身没有关系，但还是被砸了和被抢了，致使这个城市的商店在国庆节期间不敢开门。这

说明，它们不同于社会泄愤事件，也不同于维权事件。从维权走向泄愤是有可能的，从泄愤走向

骚乱也是有可能的。怎么样界定泄愤和骚乱，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攻击的目标是不是具有相

关性。这是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的。骚乱可能是有组织的，也有可能没有组织，但泄愤事件是

无组织的，是集群行为。

综上所述，作为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维权事件、社会泄愤事件和骚乱事件之间

在表现形式上存在相类似之处，也有本质上的区别（详见下表）。

〔17〕《吉首非法集资案再爆骚乱，民众围堵州政府》，h t t p : / / w w w . s i n g t a o n e t . c o m / c h i n a / 2 0 0 8 0 9 /

t20080926_870793.html，最后访问：2009 年 9 月 24 日。

维权事件、社会泄愤事件和骚乱事件的异同比较

三、利益冲突、社会心理和转化机制

当前，我国进入社会冲突的高发期。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向纵深推进，利益格局剧烈变动和调

整，各类社会矛盾围绕着经济、社会上的各种问题而相互渗透和相互交织，从而使具有相同利益

的社会成员针对其共同关心的问题极易形成共同的利益诉求和心理共鸣，而且由于彼此间联系的

技术手段的改进，他们极易就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沟通和串联，从而形成某个具有社会影响的共

同话题，从而为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提供了心理基础。同时，伴随着体制转型和政府调控能力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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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控制和约束社会的能力下降，原来依赖统制主义的命令方式管治社会

的手段不但不能起到化解矛盾的效果，反而对事件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提高政府

的管治水平和管治能力是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前提。从总体来看，目前地方政府在处置社

会冲突方面的水平十分有限，有许多完全可以化解的矛盾，由于处置不当而产生了严重后果。这

主要表现在，当某个事件刚发生时，往往会成为不入政府“法眼”的“存在之无”，由此对事件漠

然置之的态度往往错过最佳处理时机，表现出“体制性迟钝”，即走入“起因都很小——基层反应

迟钝——事态升级爆发——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的怪圈，从而

“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集中暴露出应急能力的薄弱。〔18〕要对社会事件做出科学合理的处置，首

先就必须对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做出科学划分，从而采取不同方式予以化解。如果对不同事件采取

同一方式，就可能粗暴地将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事件单一化和绝对化，激化原有的矛盾和冲突。

值得关注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之间是可以相关转化的。当社会条件

变化、尤其是政府处置措施不当、丧失公信力的时候，在法律框架之内活动的“维权事件”会迅

速转变为社会泄愤事件，社会泄愤事件也可以瞬间将祸水由政府部门引向无辜群众和社会，成为

骚乱事件。这之间的转化机制是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这对于我们有效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防

止造成更大的破坏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不同类型群体性事件间转化机制的理解，我们可以从群

体心理的角度来研究。事实上，如果不研究特定社会情境下的群体心理，就很难真正理解群体性

事件的发生及其类型转化的机制。〔19〕

从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来看，它大致遵循如下逻辑，冲突源——导致主体利益受损——

主体挫折感产生（主体心理不满意感产生)——否定性言语产生(牢骚、怪话、气话)——否定性行

为产生（对其他个体、群体或政府的反抗)。〔20〕在正常的维权活动中，行为者的诉求是寻求体制

性的解决渠道，如双方对话和谈判、寻求司法和行政调解、上访等。如果这些方式都不能解决其

问题，他们可能集体上访、游行示威、破坏公共秩序，直至暴力对抗。在整个过程中，心理对行

为的影响是贯穿始终的。在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内，他们获得的不仅是关于自己问题的各种公正或

不公正的待遇，而且更重要的是加深了对整个政治体系的认识。当行为上遭受挫折后，心理上的

不满、怨恨、暴躁、抵触情绪就更容易导致行为具有攻击性，并在合适的场合寻找借口发泄出来。

这种受心理影响的行为并不只是个体的，它会在特定的社会群体中聚集起一定的能量，从而为泄

愤冲突埋下种子。

从理论上讲，群体心理所具有的上述特征并不是同时发生的，它的发生过程有两个重要的机

制：一是情绪感染；二是行为模仿。所谓情绪感染是事件的场景使原来无动于衷的旁观者的情绪

也激动起来，从而完成从个体向群体的转变。而行为模仿则是指集群行为中行动者互相仿效，使

整个人群产生一致的行为。“因为人们在突然事件前不知所措，无计可施，只好模仿他人，看到别

人怎么做，自己也跟着响应。这样集群行为就产生了”。〔21〕可见，情绪感染和行为模仿与上述分

析的心理特征是一致的。它从发生学的角度解释了群体心理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突出

〔18〕 黄豁等：《“体制性迟钝”的风险》，《 望新闻周刊》2007 年第 4 期，第 6 — 7 页。

〔19〕 于建嵘：《社会泄愤事件中群体心理研究——对“瓮安事件”发生机制的一种解释》，《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 期，第 1 — 5 页。

〔20〕 朱力：《中国社会风险解析——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冲突性质》，第 69 — 78 页。

〔21〕 沙莲香著：《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21 — 2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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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是相互影响，并最终形成一个具有普遍“合理性”的社会情景。在这种社会情景中，个人

行为受到群体情绪变化的影响，由最初的自制和理智逐步走向失控和狂热。在泄愤性冲突中，作

为旁观者的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由于与当事者发生感情共鸣，因而客观上起到了恶化事件发展的作

用。社会“弱者”作为一种博弈和博取同情的“武器”，极自然地激起人们天生同情弱者的心理，

围观者在行为选择上倾向于支持和帮助弱者。当人们在对政府的官方消息充耳不闻时，一些谣言

和小道消息，尤其是弱者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消息在人群中普遍传开时，会对人群的聚集和行动起到

催化作用，并促使群情激愤，情绪高昂。一些过路者或中学生受到感染，而在行为上具有了某种趋

同的特性。此时，群体的指向已不再是原来的事件本身，当事方也可能早已被群体所湮没，而变成

了一些非直接利益相关者针对公安部门、政府机关以及其他不相关建筑的泄愤性行为。针对这种行

为，政府如果措施得力，处理得当，可能会很快地平息群众情绪；但如果采取以暴制暴的对抗方

式，不仅不能平息民怨，还可能起到相反的效果，可能促使泄愤性冲突向社会骚乱方向发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这些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活动和社会心理失衡发生的社会泄愤事

件，以及各种暴力情景引发的社会骚乱都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事件只是一种民

众表达利益诉求或情绪的方式，不是针对政权的政治性活动，虽然会对社会治理结构带来一定的

影响，但不会带来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不会影响到中国政治统治的完整性，也不会从根本上影

响政府管治的有效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群体性事件仍然会

以有限范围的孤立事件形式而存在，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维持很长时间、能影响全局的社会运

动。这就要求执政者，在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各种群体性事件的同时，要有充分的政治自信，要

防范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以“维稳”为名，甚至以影响政府执政合法性为幌子，形成官官相护的

利益共同体，甚至胁迫上级为其胡作非为背书。

（责任编辑 陈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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